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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成为了全球主导力量,这与我国制定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 研

究探索何种产业政策制定机制促进我国该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 2012 年以来的有关新能源汽车发展

的中央和地方政策,认为当前我国该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央地政策协同。 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出发,分

析在中央政策颁布之后地方政策的制定机制以及中央政策的进一步更新迭代。 研究发现:各个地区不同类型的

主体端(焦点企业、供应端、市场端、互补端、研发端)体现出不同央地协同方式,包括对等协同、增强性协同和选

择性协同;不同的央地政策协同方式也体现出在新兴产业的主导政策体系形成之前,政策制定经历了不断试验

或试错的过程。 研究结果为未来的新兴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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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realized fast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nd has

become the main force around the world,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industrial policies. We mainly investigate the

policy-making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policies enacted since

2012, we find that the synerg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y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policy is the main

mechanism contributing to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eco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ulation mechanism of local policies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central policies and the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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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ing and iteration of central policies. Notably, the synergy modes of local governments are distinct in terms of

different actors ( focal firms, suppliers, demands, complementors,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ors) in the

industrial innovation ecosystem, including equal synergy, intensification synergy and selective synergy. The synergy

mechanism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here is a trial process before the dominant policy system forms. Our research provides

insightful suggestions for future policymaking in emerging industries.

Key words: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policy; central-local governments’ policy synergy; innovation ecosystem

　 　 随着全球不可再生能源的不断枯竭,以及生

态环境的恶化,新能源汽车因其能够有效地缓解

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近些年来得到了快速

发展并受到了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1 - 2]。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新兴产业且处于早期发展阶

段,不依赖于传统技术禀赋和技术遗产[3 - 4],为发

展中国家在该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窗

口,成为了我国汽车产业进行弯道超车的载体。
我国这一产业没有跟随传统汽车产业的步伐建立

合资企业以谋求发展,而是逐渐依靠自主发展取

得了较大突破。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整车技术

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众多企业也已成为全球领导

者。 此外,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 8 年位于全

球第一,根据全球汽车信息平台 MarkLines 显示,
2021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中的纯电动汽车总销量前

20 名中有 12 家中国汽车企业,包括上汽集团、比
亚迪、长城汽车等传统车企和小鹏汽车、蔚来汽车

等一批新势力①。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证实政府政策或相关的

制度可以显著影响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轨迹[5 - 7]。
在中国情景下,也有学者验证了政策对产业发展

的影响[8 - 9]。 如在电信行业中,政府通过支持本

土发展的 TD - SCDMA 技术标准显著推动了我国

电信产业的转型和发展[10]。 在新能源汽车这一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我国政府也不断出台了相关

政策和举措,涉及税收、补贴等多个方面,旨在实

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技术升级、能源保护、减少

碳排放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等[11],引发了众多

学者的关注[12 - 13]。 中央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地方

政府,因此地方政策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容

忽视。 近几年来,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政策的指

导下也出台了大量相关政策。 由于中央政策是国

家层面的政策,通常较为宏观,而地方政府拥有一

定的自由裁量权[14],可以依据本地区的发展情况

制定地方政策来进一步落实中央政策,因此不同

地区之间的政策也有所差异。
从近几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台的不同政

策来看,我国在该领域的政策制定仍处于摸索阶

段。 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该行业为新兴行业,其
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15],很难在短

时间形成成熟的政策体系。 而在此情形下,我国

在该产业仍然实现了快速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

效。 因此,探究我国在这一成功快速发展的新兴

领域的中央和地方政策制定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但目前仍少有研究对此进行探讨。 鉴于地方政府

在产业政策制定方面的差异性以及在产业发展中

的重要性,本文将主要关注在中央政策出台后,地
方政府通过何种政策制定机制来落实相应的举

措,并最终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
目前也有学者针对不同层级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探讨, 主要有制度不一致与制度互补等观

点[16 - 17]。 根据制度不一致性,由于中央政策和地

方政策之间的冲突,产业发展将受阻,与我国新能

源汽车发展现状不符;根据制度互补的观点,地方

政策是和中央政策不相同的互补性政策,但很多

地区主要是跟随以及落实中央政策。 因此,目前

的研究均不能对我国该产业的发展进行准确解

释,需要发展全新的视角。
此外,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对组织

或产业发展的分析往往不能脱离创新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中的任一类型参与者均会对产业发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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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显著影响[18 - 19]。 对新兴产业来说更是如此,原
因在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尚不完善和成熟,需要生

态各个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作。 在新能源汽车产

业,我国的众多政策也是依据不同类型的生态主

体制定,如零部件供应商、充电桩、整车制造、下游

用户等。 因此,从创新生态视角出发可以更加全

面和清晰地探究我国在这一新兴产业的政策制定

机制。 但综合来看,目前很少有学者从创新生态

视角出发分析我国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

制定机制对新兴行业发展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

旨在回答以下问题:从创新生态视角来看,我国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通过何种政策制定机制推

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
通过收集和分析政策文件,对新能源汽车产

业相关政策从不同生态主体进行分类并分析,包
括焦点企业、供应端、市场端、互补端和研发主体,
本文发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主导政策路线形成

之前,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指导下制定了不同类

型的协同政策,即央地政策协同。 具体来说,中央

政府首先发布相关行业政策,之后地方政府根据

自身的发展状况制定地方政策,包括对等协同、增
强性协同和选择性协同。 对等协同主要体现为地

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政策指导下制定基本一致的执

行计划;增强性协同指地方政府政策在中央政府政

策的基础上加大产业发展力度等;选择性协同体现

出了央地政策的部分协同和博弈,地方政府部分执

行中央政府政策,并根据地区实际情况或资源禀赋

等制定更加符合地区发展的政策。 在地方政府进行

政策协同之后,中央政府根据我国行业现实发展状

况以及地方政府的协同情况继续制定相关的产业政

策,地方政府继续响应并出台政策,以此形成循环。
通过此过程,我国在这一新兴产业的政策不断得到

迭代和完善,该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本文主要从以下 3 个方面对现有文献和实践

做出贡献。 首先,通过分析我国在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政策,本文提出央地政策协同的机制,刻画出

我国在新兴产业的政策制定过程,而以往较少有

研究对此进行分析和总结。 其次,从创新生态系

统视角出发对新兴产业的政策制定进行更加全面

和准确的分析,而以往有关产业政策制定的研究

中较少涉及创新生态系统视角,本文从研究视角

上进行扩充。 最后,我国目前众多新兴产业蓬勃

发展,政策制定均处于摸索阶段,本文的研究结论

可以为其他新兴产业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以促

进产业更快和更有质量的发展。
一、文献综述

(一)制度与产业发展

制度反映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制定

了“游戏规则” (Rules of the game) [20 -21],从而影响

了组织行为,以及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22 -24]。 我

国政策已被证实可以显著影响产业和技术的发展路

径[25 -26],如电视行业和电信行业等[10, 27 - 29]。 有研

究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分析了该产业发展初始

阶段制度的有效性,提出制度创新如何影响新能

源汽车的产业化,进而带动技术和组织创新,并建

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模式[30]。
同时,以政府补贴政策为例,有研究证实了加大政

府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有促进作

用[31]。 许多学者认为我国颁布的“双积分”政策有

利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双积分政策通

过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高新能源汽车企

业创新的质量和数量[32 -33]。
除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是直接落实政策的

主体,且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中央政

策制定自己的地区政策,因此对产业发展也起到

了关键作用。 地方政府如何响应和落实中央政策

是解读我国产业发展的关键。 目前针对中央产业

政策和地方产业政策关系的研究中,制度不一致

性和制度互补性得到了众多关注。 在制度不一致

中,除制度与产业实际发展情况的不协调从而阻

碍产业发展[34 - 35],以及不同政府部门由于观点和

利益不一致出现的相互冲突的制度需求外[17],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引发制度

不一致性,从而影响政策的执行[36]。 尤其当地方

政府官员在任期内寻求地区的快速发展以获取利

益或晋升机会时,提出和制定的地方政策可能会

更加注重短期利益,从而与中央政府提出的长期

规划产生冲突。 从该视角来看,由于中央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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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利益不一致会引发制度的不一致性,
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发展。 但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呈现出了快速

发展的趋势,并已居世界前列,成为了新能源汽车

制造和出口的主要国家[37]。 因此,需要从全新的

角度出发解读这一新兴产业的政策制定机制。
近几年来,制度互补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ness)

也引起了较多关注,即“一方制度的存在可以增加

从另一方制度中获得的回报” [38]。 在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有学者认为中央政府限制

了部分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地方政府对

本地产业和企业大力扶持,形成了制度互补性,推
动了我国这一产业的自主发展,并催生了众多的

新势力加入到自主创新的阵营中[16]。 如在我国混

合动力汽车的前期实验阶段以及后期的市场化阶

段,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互补政策对本地企业

进行了保护和大力支持,极大地推动了该产业的

发展和相关技术的创新。
但结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现状来看,部

分地方政府不仅仅制定了与中央互补的政策或举

措,而以中央政策为指导,制定了与之相一致的政

策。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新能源汽车产业相

关政策时,不仅从互补的角度出发,而且在中央政

府政策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或根据本

地区的发展情况制定与中央政府不相同的举措

等。 此外,制度互补性被认为可能会抑制变革,相
关的利益相关者会试图保留当前互补的政策,以
稳固相互之间的关系[38]。 但根据实际情况,我国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在不断地提出新的产业政

策。 因此,从制度互补的角度出发虽然可以为分

析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颖的视

角,但仍没有准确地刻画出我国在这一新兴领域

的制度制定机制。
(二)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与产业发展

自 Moore[39]将生态系统引入管理领域之后,这
一概念引发了大量关注,并得到了快速发展[19,40]。
Ander[41]将生态系统定义为“为了实现核心价值主

张,多边合作伙伴联盟且互相协作的结构”。 创新

生态系统关注特定的创新或全新的价值主张[40],

生态成员共生和共同发展[42]。 在生态系统中,任
意一方主体的变化均会对整个系统或系统成员的

发展产生显著影响[43]。 如从生态系统中的互补者

来看,通过电脑和打印机进行打印这一活动中,打
印机可以视为电脑的互补者,而当打印机不能跟

随电脑的升级而进行改变时,将影响两方主体的

直接经济利益以及产业的发展。
目前,已有众多研究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出

发分析产业的发展和变迁[44 - 45]。 如 Hao 等[46] 验

证了当生态系统各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升级和发展

时,可以有效地促进生态系统的进化。 在生物医

药产业,协调创新系统中的关键参与者的不同需

求和期望对产业发展和研究成果商业化具有重要

意义[47]。 当汽车轮胎实现升级时,轮胎制造商、汽
车制造商、经销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多边互动也会

因此改变,形成新的创新生态系统[41]。 有学者以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为案例,对新能源汽车的创新

生态系统演进机理进行了研究,认为该产业中存

在创新链和采用链的协同,产业演进受到创新、需
求和政策的动态综合影响[48]。 胡登峰等[49] 就汽

车产业内部如何衍生发展出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创新子系统,并成为一个独立系统开展了研究,揭
示了产业政策对于产业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选择

的积极作用。 因此,创新生态系统对塑造或管理

产业的价值创造和获取以及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50],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出发也可以更加全面

地分析产业发展。
目前,虽然创新生态系统相关研究为我们提

供了有关行业发展的深刻见解,但却很少有学者

探索政策如何通过塑造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以及影

响各个创新主体的发展而影响产业的整体发展,
而这对于产业未来的发展以及政策的制定具有重

要意义。 尤其对于新兴产业来说,一些创新主体

在本国缺失或未得到充分发展,政府只有出台一

些政策提供扶持与激励,才能保证生态系统的完

善和产业的发展。 虽然谭劲松等[51]通过分析中国

轨道交通装备这一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演

进,总结了政府的作用,包括架构者、制度构建者

和参与主体,为我们提供了新颖的视角,但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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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或制度构建发生在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扩展阶段。 对于政策如何塑造生态系统,现有文

献尚未给出明确的分析。 因此,从创新生态视角

出发,本文提出一个分析框架,来剖析央地政策制

定机制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影响。
二、从创新生态系统分析央地产业政策与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一)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从中央和地方政府网站中获取了该

产业的主要政策信息,同时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收集的产业政策进行了校对。 本文主要采用了内

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该方法可以使研究

人员系统的筛选和分析大量数据或文本,发现个

人、群体、制度或社会的焦点[52]。 通过对中央政策

和地方政策进行内容分析,我们提取并归纳出了

地方政策对中央政策的响应。
本文涉及的中央政策指的是对地方政府政策

产生直接影响的关键指导政策。 以《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为例,当
地方政策中出现“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规划(2012—2020 年)》 为指导” 或“为贯彻落实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等表述时,则认为该中央政策为此地方政策

的指导政策。 本文将政策内容按照新能源汽车产

业生态位对不同创新主体进行归类,包括焦点企

业、供应端主体、市场端主体、互补端主体以及涉

及到与企业各个环节技术发展相关的研发机

构[19, 41, 43, 53 - 54]。 焦点企业指整车制造商,供应端

主体主要指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如电池、电机等,市
场端主体主要指消费者,互补端主体包括充电桩、
换电站、维修店等,研发主体不仅包括各个环节有

研发活动的企业,还包括大学、科研院所和技术平

台等。 各个创新主体的合作和沟通机制归纳如图

1 所示,主体之间共生和相互协作,任何一方主体

均可以对其他主体和产业整体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策的出台不仅仅是针对某一

类型的主体或某个环节,而是包含了多主体以及跨

环节的举措。 如中央政府出台的《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以及地方政府

出台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 (河北)等均体现出了对不

同环节不同创新生态主体的共同推进发展,此时,
主体之间相互影响。 因此,在图 1 中,不同生态主

体间的互动是双向反馈的。

图 1　 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根据不同的创新主体选取分析的中央政策均

有众多地方政府跟随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政策(见
表 1)。 通过整理和分析以这些政策为指导的地方

政策,从创新生态视角出发探索了地方政策制定

机制。 本文分析的地方政策包括所有对上述中央

政策进行响应的政策,而不是针对某些特定省份

的政策进行分析,以避免选择性偏差和结论的不

准确性。 在对每个创新主体的地方政策进行解读

时,选取了 1 ~ 2 个地方政府发布的政策。 值得注

意的是,由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一个基于新技术

的新兴产业,难以在同一城市内甚至是一个省份

中形成完整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目前许多高技

术产业,其创新生态系统参与者甚至是全球分布

的,如集成电路等。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我
国不同地区在创新生态链上的能力不同,不同创

新主体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选择的战略也有所差

异。 因此,并不是所有省份都会根据中央政府的

政策针对每一类创新主体制定相应的政策。 如当

省份中没有发展较好的整车企业时,地方政府将

较少制定或不制定相关政策。 此外,在产业生态

系统发展中,共生意味着在每个创新主体上均需

要有一些地方政府的配合。 因此,中央政策指导

下的地方政策协同对于我国该产业的整体发展至

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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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主体的中央政策及主要举措
创新主体 中央政策 主要举措

焦点企业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规划(2012—2020 年)》(2012)

以整车为龙头,培育并带动动力电池、电机、汽车电子、先进内燃机、高效变速器等产
业链加快发展;
支持企业通过在境外注册商标、境外收购等方式培育国际化品牌。

供应端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规划(2012—2020 年)》(2012)

鼓励有关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加大投入力度,发展一批符合产业链聚集要求、具有较
强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零部件企业,在驱动电机、高效变速器等领域分别培育 2 ~ 3
家骨干企业,支持发展整车企业参股、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汽车电子企业。

市场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
(2014)

积极引导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推动公共服务领域率先推广应用(2014—2016 年,中央
国家机关以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的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的新能源汽车
占当年配备更新车辆总量的比例不低于 30% )、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包括补贴政
策、税收优惠、金融体系服务和交通管理措施等)、坚决破除地方保护等。

互补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
意见》(2015)

加大建设力度(“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
车位比例不低于 10% ”);
完善服务体系(包括完善充电设施标准规范、做好配套电网接入服务和创新充电服
务商业模式等);
强化支撑保障(包括完善财政价格政策、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加大用地支持力度和支
持关键技术研发等)。

技术研发主体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规划(2012—2020 年)》(2012)

加强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大力推进动力电池技术创新、加强新能源汽车
关键零部件研发、开展燃料电池电堆、发动机及其关键材料核心技术研究;
加大节能汽车技术研发力度:以大幅提高汽车燃料经济性水平为目标,积极推进汽
车节能技术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加快建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研发体系:引导企业加大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研发投入,
鼓励建立跨行业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发展联盟,加快建设共性技术平台。 整合
现有科技资源,建设若干国家级整车及零部件研究试验基地,构建完善的技术创新
基础平台;建设若干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工程化平台,发展一批企业主导、科研机构
和高等院校积极参与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二)针对不同生态主体的政策协同分析

中央政府发布相关行业政策后,地方政府会

根据自身情况进一步制定地方政策,比如地方政

府在中央政府政策指导下制定基本一致的执行计

划,或者地方政府会在中央政府政策的基础上加

大产业发展力度等,或者地方政府政策根据地区

实际情况或资源禀赋等进行协调,仅部分执行中

央政府政策等。 本节将分析不同地区如何针对不

同的生态主体进行政策响应。
1. 焦点企业

从针对焦点企业的政策(即《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中可以看出,
中央政府政策旨在兼顾焦点企业的自主创新以及

对外合作。 在尚未形成成熟的技术体系的新兴产

业中,开放研发和竞争对于产业发展起着重要作

用[55]。 各个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通过分析地方政策文本,发现大部分采取了对等

协同和选择性协同的方式。 如对于河北省和天津

市来说,由于和政治中心北京的距离较近,且两个

地区没有龙头汽车企业,因此在京津冀一体化下,
两个地区都选择了对等协同,即制定了与中央政

策相一致的地方政策。 但对于离政治中心相对

较远的地区或拥有传统龙头汽车企业以及良好

资源禀赋的地区,部分选择了选择性协同的策

略,即根据本地发展有选择性地制定了与中央

政府政策一致的地区政策。 在本节中,选择性

协同主要指,地区政策中未提及对外开放以及

合作,而旨在培养本地企业发展,以山东省和浙

江省为例。
山东省在焦点企业发展上制定了一系列政

策。 其中,2012 年发布的《加快发展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实施意见》强调,“以济南青年汽车、中
通客车等 8 至 10 家企业为重点,在产品技术开发、
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连续扶持”“支持拥有国

家公告资质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兼并重组省内企

业,整合资源,提高研发和生产能力,扩大市场优

势”等,在焦点企业发展方面强调本省企业的发展

和省内兼并重组,未部署引入和培养外地品牌以

及开展国际合作等。 浙江省在培育焦点企业方面

于 2012 年发布了《关于加快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强化重点骨干企业培

养。 重点扶持众泰集团、青年集团、吉利集团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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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企业加大新能源汽车技术与产品开发力度,重
点发展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及纯电动、
混合动力商用车”。 由此可以看出,政策旨在培养

本地企业,同样未涉及与外地或国外企业的合作。
有众多因素影响了地区选择不同的协同战略。 对

于焦点企业的选择性协同来说,制定该战略的一

个原因在于地区变更汽车产业发展战略同时也需

要生态系统中各个主体的配合。 因此,当地区原

有传统汽车产业基础较强时,变更产业发展路径

需要支付较高的转换成本,并有可能威胁到地区

相关产业的发展,由此地区可能进行选择性协同。
根据《2012 中国汽车市场年鉴》数据显示,2011 年

各地区出口汽车数量中,两个地区均位居全国前

10 名,表明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之前有较好的

传统汽车工业基础。

②　 数据来源:《2022 年中国汽车市场年鉴》。

保护本地企业容易产生闭门造车的现象,不
利于相关技术的创新和整体发展[55],但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使得相关企业在地区内快速发展。 如山

东省中通客车在 2019—2021 年中国新能源客车企

业销量排名中一直位居前三名,2021 年销量占比

达 10. 2% ②。 浙江省吉利在政策支持下积极在新

能源领域布局,其搭建的 SEA 浩瀚架构平台以及

领克极氪 001 等车型已取得显著成就。 SEA 浩瀚

架构,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类别的车型,在电驱动、
电管理以及电生态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为解决

动力电池衰减问题作出了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一些选取了对等协同的省份中,无论传统车企

还是造车新势力也不断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
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包括长城、广汽、上汽、长
安、小鹏、理想、蔚来等(见表 2 和表 3)。

表 2　 2020 年传统车企新能源领域布局
企业 平台 / 品牌车型 所在地区

吉利 SEA 浩瀚架构 / 领克极氪 001 浙江

长城 光束汽车 河北

长安 引力系列 UN1 重庆

广汽 GEP 纯电专属平台 / 埃安 AION 广东

北汽 BE21 / 极狐 ARCFOX 北京

上汽 智已汽车 上海

东风 岚图 湖北

数据来源:《2021 年中国汽车市场年鉴》。

表 3　 2021 年中国市场新能源乘用车企业销量及占比
企业 销量 / 万辆 占比 / % 总部所在地

比亚迪 52. 6 18. 1 广东省

上汽通用五菱 42. 3 14. 6 广西壮族自治区

特斯拉 31. 2 10. 7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长城 13. 4 4. 6 河北省

上汽乘用车 12. 3 4. 2 上海市

广汽乘用车 11. 4 3. 9 广东省

长安 10. 2 3. 5 重庆市

小鹏 9. 7 3. 3 广东省

理想 9. 1 3. 1 北京市

蔚来 9. 1 3. 1 上海市

数据来源:《2022 年中国汽车市场年鉴》。

2. 供应端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供应端成员可以为焦点

企业提供配件以保证焦点企业产品的正常生产和

使用[40, 43],对产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在新能源

汽车产业中,电机和电池等是维持车辆运行的主

要供应端产品,直接影响车辆的正常使用以及性

能。 众多地方政府以国务院于 2012 年印发的《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
为指导,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零部件企业发展的举

措,旨在培养骨干企业并加大在该领域的研发投

入。 通过分析政策文本,本文发现地方政府多采

取了对等协同的战略。
以河北省和山东省为例。 河北省在 2012 年出

台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积极推动唐

山普林亿威、河北电机、衡水电机、秦皇岛普林赞

威电机发展电动汽车用高效电机。 鼓励河北神州

巨电、唐山锂源、邢台钢中锂能、河北金力新能源

和河北洁神、河北敬众等动力电池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重点提高电池比能量和降低成本。 支持保

定宇能、河北金力新能源、河北凯翔、沧州明珠、河
北海伟交通设施集团开展动力电池充放电设备、
动力电池隔膜和正负极材料产业化应用”。 江苏

省于 2014 年发布了《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的意见》,强调“推进整车产品规模化、重要部件

本地化、关键技术自主化、产品应用多样化,建立

以骨干企业为主体、品牌产品为支撑的研发、制
造、售后服务体系,初步形成部分类别重点整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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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部件的国内领先优势”。 可以看出上述政策

在发展零部件上提出的举措与中央政策的指导相

一致,体现出了央地政策对等协同的特点。 地区

在供应端的对等协同战略的选择也涉及众多因

素。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供应端产品,如电池的安

全性、可靠性等问题仍然是该产业面临的严峻且

不可忽视的挑战,对整个产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

作用。 其中的涉及的技术大多为新技术,较少依

赖于传统的技术遗产[3],因此各个企业均处于探

索阶段且面临的风险较高,对等协同可以保证各

个地区企业在中央政策下协同稳步探索和发展。
目前,河北省众多供应端企业在地方政策实

施以及焦点企业的不断发展下也实现了快速发

展。 如在 2023 锂电材料大会发布的“2023 中国锂

电材料产业 TOP 50”企业名单中,作为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的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位列其中。 该公司为众多焦点企业提供新能源

电池,获得了普遍认可,并多次获得中国电池行业

优秀供应商的称号③。 江苏省众多老牌以及新创企

业在地方政策下也发展迅速,如蜂巢能源以及中创

新航在全球以及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中均位居前

列。 根据《2022 年中国汽车市场年鉴》数据显示,蜂
巢能源 2021 年在我国的配套量达 3. 22 GWh,占据

了 2. 08%的市场;中创新航配套量为9. 05 GWh,市
场占比达5. 86%,在全球市场配套量达7. 9 GWh,市
场占比 2. 66%。 这些企业的客户涵盖传统车企以

及造车新势力,如蜂巢能源与吉利、小鹏、理想等均

已建立了长久合作关系④。 其它地区的相关企业,
宁德时代、比亚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孚能科技

以及欣旺达等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中也占据了主

要位置,其中宁德时代连续 5 年装车量第一。 上海

电驱动和蔚来驱动等企业在电驱动系统、驱动电

机以及电机控制器等领域也占据了全球主要

市场。
虽然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速,但我国

企业在该领域的研发和创新能力较全球领头企业

来说依然相对低下[56],在地方政府对政策进行不

断落实和产业实现一定的发展之后,中央政府进

一步进行了政策调整。 在 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 2021—2035
年)》中,政府对零部件供给体系的补贴范围又一

次提出了限制,以提高我国在该产业的自主创新

能力并增强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三纵三横”
的研发布局上。 如 “以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

力(含增程式)汽车、燃料电池汽车为‘三纵’,布局

整车技术创新链”;“以动力电池与管理系统、驱动

电机与电力电子、网联化与智能化技术为‘三横’,
构建关键零部件技术供给体系”,为了获得补贴,
车辆必须是“三纵”中的车型之一,且至少有一项

“三横”技术在中国制造[57]。
3. 市场端

在产业政策中,政府补贴已被证实对处于早

期阶段的产业发展和相关技术的采用具有重要意

义[58 - 60]。 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来说,也有学者验

证了补贴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有显著促进作

用[61]。 我国中央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的推广政策

以促进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中的应用。 如政府于

2009 年在 13 个城市启动了“十城千辆”项目,计划

3 年左右通过提供财政补贴每年发展 10 个城市,
每个城市推出 1 000 辆新能源汽车,涵盖公交、出
租、市政等领域,逐渐打开了我国新能源汽车市

场。 以中央政府于 2014 年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为指

导,各个地方政府也发布了相关政策。
根据分析,在市场端,地方政府主要采取了对

等协同和增强性协同(即,在中央政策的基础上加

大发展力度)的战略。 增强性协同的举措包括以

较高份额的货币补贴或非货币方式激发市场和客

户需求,如提供挂牌便利等[62]。 如上海市于 2016
年出台的《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暂行办法

(2016 年修订)》,规定“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

(除进口新能源汽车以外),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

上,根据本市新能源汽车登记车型有关备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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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市确定的补助标准,本市再给予财政补助。
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用于非营运且个人消费者

名下无在本市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的,本市免费

发放专用牌照额度”,体现出了增强性协同的战

略,也因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021 年中国新能

源乘用车企业销量中上海居首位,增速达 90% (见
表 4)。

表 4　 2021 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排名前 10 位的
　 　 地区及较上年同期的增速

城市 / 省份 销量 / 辆 增速(% )
上海 244 257 90. 0

深圳 (广东省) 151 333 94. 6
北京 127 706 36. 0

杭州(浙江省) 119 993 184. 0
广州 (广东省) 119 280 124. 0
成都 (四川省) 95 772 185. 7

天津 80 784 88. 1
郑州 (山东省) 79 962 166. 0

重庆 63 701 134. 0
苏州 (江苏省) 63 697 244. 0

数据来源:《2022 年中国汽车市场年鉴》。

在众多推广和优惠措施下,一些地区和企业

出现了骗补的行为[37],其中包括众多一线汽车企

业,如奇瑞等。 因此,中央政府于 2016 年印发了

《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

通知》,进一步明确规定建立惩罚机制,涉及“违规

谋补和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补的企业” “协助企

业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政府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管理制度不健全、审核

把关不严、核查工作组织不力、存在企业骗补行为

的地区”。 此外,部分地方出现了保护本地新能源

汽车企业的倾向。 据此,中央政府于 2013 年发布

了《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

知》,提出“推广应用的车辆中外地品牌数量不得

低于 30% 。 不得设置或变相设置障碍限制采购外

地品牌车辆”;于 2014 年发布了《关于印发政府机

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实施方案的通知》,
提出“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的新能源汽车应

当享受本地品牌同等补贴政策。 不得设置或变相

设置障碍限制购买外地品牌新能源汽车”;《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

见》(2014)也明确提到“不得阻碍外地生产的新能

源汽车进入本地市场,以及限制或变相限制消费

者购买外地及某一类新能源汽车”。
4. 互补端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互补端,如充电桩等基础

设施的建设等,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和市场应用

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63 - 64],在目前的新能源汽车

研究领域也获得了众多学者的关注[65 - 66]。 地方

政府多以 2015 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为指导

制定地区政策。 根据分析,地方政府在互补端,主
要选择了对等协同和增强性协同策略。

如北京市于 2015 年发布的《新能源小客车公

用充电设施投资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强调,“办
公类建筑按照配建停车位的 25% 规划建设;商业

类建筑及社会停车场库(含 P + R 停车场)按照配

建停车位的 20% 规划建设;居住类建筑按照配建

停车位的 100%规划建设;其他类公共建筑(如医

院、学校、文体设施等)按照配建停车位的 15% 规

划建设”,规划比例高于中央政策的规定,体现出

了增强性协同。 2016 年,福建省发布的《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了与

中央政策对等协同的措施,如“大型公共建筑物配

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

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0% ” 等。 从

2020 年和 2021 年公共充电桩保有量来看(见表

5),与中央政策对等协同或增强性协同的省份或

直辖市(重庆、北京、河北、海南、山西、上海、云南、
福建、陕西、江西、浙江、甘肃、吉林、宁夏、山东、河
南、湖南、广东、安徽)均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增
速显著,保证了新能源汽车在市场的应用和发展。
表 5　 2020 年和 2021 年公共充电桩保有量前 10 位的地区

地区
2020 年公共充电桩

保有量 / 万个
2021 年公共充电桩

保有量 / 万个
增速

广东 8. 6 18. 2 111. 6
上海 8. 6 10. 3 19. 8
江苏 7. 7 9. 7 26. 0
北京 8. 8 9. 7 10. 2
浙江 6. 2 8. 2 32. 3
山东 4. 9 6. 0 22. 4
湖北 3. 3 5. 9 78. 8
安徽 3. 9 5. 8 48. 7
河南 3. 3 4. 4 33. 3
福建 3. 2 4. 0 25. 0

数据来源:《2021 年中国汽车市场年鉴》 《2022 年中国汽车市场年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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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充换电设施的不断建设和发展,中央政府

于 2016 年发布了《关于统筹加快推进停车场与充电

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的通知》以及《关于加快居民

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于 2017 年

发布了《关于加快单位内部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的通知》,进一步对不同应用场景的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给出了详细的规定和指导。 因地方政府对充电

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遵循或加强了中央政府提出的

要求,在后续中央政府制定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

举措则旨在深化不同场景下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

⑤　 在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数据库中以检索表达式:TS = (“electric” and (“auto ∗ ” or “car” or “vehicle”)),检索时间为 2011—

2022 年。

⑥　 产学研合作专利检索表达式为: TS = ((“electric” or “blade electric” or “battery electric” or “hybrid electric ” or “ fuel cell ”) and

(“auto ∗ ” or “car” or “vehicle”)) AND PN = (CN∗ ) AND PAN = (2011∗) AND AN = ((UNIV∗ or college) and (CO LTD or company or

firm or corporation)),检索时间跨度为 2011—2022 年。

5. 技术研发主体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系统中,除焦点企业,
供应端企业和互补端企业是重要的技术研发主体

外,大学、科研院所、技术平台以及研究试验基地

等也是关键参与者。 相关的技术研发技术都渗透

在生产和应用的各个环节之中,对生态系统的整

体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如陈芳等[67] 从协同创新视

角出发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时发现该产业是

由政产学研合作推动的。 中央政府在政策制定过

程中大力提倡新能源汽车企业建立技术创新平台

和联盟,并与大学以及科研院所建立合作以增强

基础研发能力,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早在

2006 年我国提出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中,自主创新便被提

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旨在使我国关键技术和产

业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68 - 69]。 新能源汽车产业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也

着重强调了产业中相关技术的自主研发。 同时,
由于新能源汽车技术较少依赖于以往汽车行业关

键的技术遗产(Technology legacy),因此大力发展

相关技术也是我国该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机会

窗口[3]。
地方政府制定的推动技术研发的相关政策大

多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

2020 年)》为指导,各个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相

关政策均体现出了对等协同的战略,也显现了在

该产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性。 如

浙江省于 2012 年发布的《关于加快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政策中,提到“省内高

校、科研院所青年科技人才到省级重点企业研究

院工作期间保留原单位身份、职称和待遇,并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在晋升的策略

上落实了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和互动,有效推动了

该产业的研发活动。 目前,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的很多技术已领先于其他国家,以新能源汽车

中的电动汽车技术为例,我国与其他几个国家的

电动汽车产业的相关专利数量如图 2 所示⑤。 从

图 2 可以看出,在 2013 年的相关专利数量就已经

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目前也是遥遥领先。 但从

产学研合作方面来看,我国专利占比虽然近几年

有改善趋势,但在此之前较长时间仍不及美国和

日本等,具体如图 3 所示⑥。

图 2　 各国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数量

图 3　 各国电动汽车领域产学研专利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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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发展状况,中央

政府不断提出新的举措,并重点加强相关技术与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 如中央政府于 2020
年印发了 《关于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2020),在关键技术研发、平台

建设和产学研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技术

研发方面的任务,包括“完善横向协同、纵向贯通

的协调推进机制,促进新能源汽车与能源、交通、
信息通信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技术研发、标准制

定、推广应用和基础设施建设,把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综上所述,本文将该产业中的央地政策协同

机制归纳如图 4 所示。 在初始阶段主要为针对产

业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各类主体的一系列中央政策

的出台(如 A、B、C 等);在下一阶段,地方政府进

行响应,根据中央整体部署依据地方发展特色选

择不同的政策协调策略:对各种政策进一步增强和

中央政策保持同等力度或者仅选择出台部分相同政

策。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策的制定与落实需要一

定的时间,期间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会经历一定的

发展,市场也会出现各种变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的政策执行结果一方面会呈现出积极的结果,另一

方面也会暴露出存在的问题。 因此,在进入下一阶

段政策制定时,中央政府会进一步对原有的一系列

政策进行调整(如 A’、B’、C’)并会出台新的政策

(D);地方政府继续针对最新的中央政策进行响应,
并依据前一阶段本地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之前的

政策进行调整,指导、规范和支持地方产业参与主体

的发展。 在此之后又会有新的市场反馈和执行结

果,引起新一轮的政策更新和调整,以此构成循环。

注:“ + ”代表政策力度更大,“’”代表对已有政策的调整。

图 4　 新能源汽车产业—央地政策协同机制

三、结语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中,我国已于 2015 年超越

美国成为全球纯插电式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最

大的市场[70],中国企业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中

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3]。 在该行业快速发展下,
我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对

2012 年以来的我国有关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中央和

地方政策文本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从创新生态系

统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在生

态不同主体上的政策制定机制。 研究发现在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主导政策路线形成之前,地方政府

在中央政策指导下制定了不同类型的协同政策,
即央地政策协同。 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同类型的主

体端(焦点企业、供应端、市场端、互补端、研发端)
体现出了不同的央地协同方式,包括对等协同、增
强性协同以及选择性协同。 同时,我国在这一新

兴产业的政策是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不断活动和

迭代完善的结果,在央地政策协同推动下,新能源

汽车这一新兴产业在各个维度都实现了快速发

展,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地方政府制定政策的策略与众多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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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地区与政治中心的距离、资源禀赋、产业发展

现状、传统汽车产业基础以及环境和气候等。 此

外,不同地区在创新生态链上原始或积累的能力

不同,也会显著影响地区产业政策的制定。 如当

地区具有较好的传统汽车工业基础时,一方面会

有一定的刚性,更加倾向于坚守已有的工业运作

模式和在原有的工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另一方

面产业发展需要各个生态主体的配合[41,54]。 因

此,当地区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时,相关的产业链

也已经较为完善,更改产业发展战略涉及范围较

广,成本较高。 在此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会制

定更加符合地区发展的产业政策,采取选择性协

同的战略,而不是完全按照中央政策进行同步同

程度的激励和支持。 也有一些地区在传统汽车行

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选取了对等协同战略,这可

能与地区与政治中心的距离较近或在新能源产业

发展的基础较好等因素相关。 此种央地政策协同

机制也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 “在
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的思想相一致,体现出了

我国政策制定的特点。
央地政策协同后,其政策效果将直接作用于

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各个主体。 为培育新兴产

业,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兼顾各个创新主体

的协同发展,而每一类生态主体均需要有地方政

府制定并实施地区产业协同政策。 但不同生态位

的创新主体发展对各个省份的参与度有不同的要

求。 针对市场端和互补端,各个省份应该均参与

其中。 当两端生态位中的主体不能得到有效发展

时,均会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 如当中央政策在

市场端的举措不能得到地方政府响应或实施时,
将会影响新能源汽车在市场的推广和使用,延缓

产业的发展。 若地区的互补端—充电桩安装率较

低,用户不能及时为汽车充电时,也会直接影响用

户的购车意愿,不利于产业发展。 对于焦点企业、
供应端和研发端来说,各个省份可以根据自身情

况有选择性的制定相关举措。 如当一些偏远省份

没有突出的本地整车制造企业,且未来发展规划

中新能源汽车产业不是地区的主导产业时,地区

可以将资源投放在其它优势产业上,避免资源浪

费,有效提高地区发展质量和效率。
对于央地政策未来的制定,本文根据不同生

态位主体的发展现状,以及目前地方政策制定的

现状给出了建议(见表 6)。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兴产业发展中,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在早期制定相关产业发展政策时,均
处于摸索阶段,对于产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在产业

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也呈现出了

不同的组合。 如上海的协同策略中包括增强性协

同和对等协同,浙江省包括对等协同和选择性协

同。 因此,不同的组合方式也可能导致相类似的产

业发展现状,原因在于当地的其他因素也与行业发

展密切相关,包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可支配

收入、气候、环境和能源问题以及地形等[37, 71 -74]。
因此,即使部分地区在产业创新生态各个方面均采

取了增强性协同或对等协同的措施,也未能取得较

好的产业发展以及较高的市场渗透率。
表 6　 央地政策现状以及未来制定趋势

生态主体 地方政府的不同协同机制 发展现状 未来政策制定“中央”VS“地方”

焦点企业
对等协同、
选择性协同

在优先发展本地企业的保护政策下,众多传统车企以及
造车新势力均在新能源领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长期
的保护主义将不利于企业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以及与外界
技术和信息的互通

短期内以地方政策为主,长期内
中央政策为主

供应端 对等协同
地方政府采取了遵循中央政府政策的举措,且中央政府
不断出台新的法规促进供应端产品的发展,因此可以维
持对等协同的状态

维持

市场端 对等协同、增强性协同
虽然不断加大的补贴政策等举措极大加速了新能源汽车
的推广,但骗补和限制外地车等事件仍扰乱了市场秩序

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均需调整,
中央政策整体把控

互补端 对等协同、增强性协同
在对等协同和增强性协同的响应下,各地区的充电桩数
量增速显著,呈现出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因此可以继续维
持央地政策的协同

维持

产业研发主体 对等协同
虽然地方政府采取了对等协同的举措,但在该领域,我国产
学研合作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加
强措施,地方政府也应维持目前的对等协同,持续跟进

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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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贡献与创新性

本文对相关研究作出了贡献。 首先,本文分

析我国在新兴产业政策制定,提出央地政策协同

的机制,这一机制保证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

发展。 在我国,除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具有一定

的自主决策权[11, 75],且是落实中央政策的主要主

体。 在中央政府颁布政策后,地方政府可以根据

地区的发展情况制定和执行有利于地区产业发展

的政策措施[76]。 因此,在分析产业政策时需要同

时将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考虑在内。 已有研究中

提出的央地制度不一致性或制度互补性均不能全

面和准确地解释我国在新兴产业政策的制定特

点。 本文补充了新兴领域产业的政策制定机制的

相关研究,对新兴经济体中新兴产业政策制定研

究作出了贡献。
其次,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生态系统中各

个主体的相互协调和配合,但目前少有研究从这

一视角出发全面分析新兴产业的政策制定机制。
本研究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出发,全面地分析了

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在不同生态主体端的制度

协同,包括焦点企业、供应端、市场端、互补端和技

术研发主体,更加全面地展示了我国在该产业的

政策制定机制。 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可以应用于

具有类似行业和发展特征的其他新兴产业发展的

研究中。 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来说,具有以下特

点:发展早期的动力技术路线和产业发展路径不

明确、发展需要一定的探索期和摸索期、创新生态

系统尚不完善。 对于许多其他新兴产业来说,如
光伏、风电以及数字技术等,当其行业特点以及发

展路径与新能源汽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如对于

我国的光伏行业来说,这一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

也面临众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包括技术和行业发

展路径的不明晰,上下游生态建立不完善,面临发

达国家带来的激烈竞争及审查,发展中出现创新

不足、骗补以及盲目投资等情况[77 - 78]。 但我国光

伏行业目前仍实现了快速成长,成为了可以参与

国际竞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此过程中同样离

不开政府不断制定的一系列发展和扶持政策。 可

以看出,其发展和新能源汽车行业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 本文的研究框架可以扩展到这些这些新兴

产业的央地政策制定研究中。
最后,本文同时对政府在新兴产业领域的政

策制定提供了参考和启示。 虽然新兴行业的发展

面临众多挑战和风险,但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来

说,目前中央政策对于该产业发展的支持效果较

为显著,尤其在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推广以及改善

商业环境等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 央地政策协同

进一步完善了产业政策,促进了产业发展,一些地

区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提高,我国一些传统

企业以及一批汽车新势力也在全球取得了瞩目成

就。 因此,对于新兴行业来说,尤其是技术路径都

处于探索期的产业,中央政策的制定应采用不同

的政策工具,兼顾各类主体以及各种技术路线的

协同发展,不对潜在的创新方向进行扼杀。 而地

方政府则需要针对其在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各个

生态位的优劣势和资源禀赋,制定相应的政策进

行协同。 同时,中央政策应当存在一定的灵活性

和调整能力,视地方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产业的实

际发展而进行动态的调整,进而及时地释放政策

信号,地方政府再进行进一步地跟进和落实,从而

共同引领新兴产业健康稳定地发展,促进产业创

新生态系统的整体升级。
四、不足与展望

本文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本文

主要探讨了我国各个地区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

策协同情况,但没有深入探讨导致不同地区制定

不同协同策略的具体前因,未针对各个因素对产

业发展的影响做详细探究,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多

个角度对各个地区的协同策略进行分析。 第二,
一些地区虽然选择了选择性协同策略,但最终新

能源汽车产业依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未来研究

可以继续探讨不同的地方协同策略和其它相关因

素共同影响地区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和效果

大小。 第三,未来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分析产业

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同类型主体的协同策略组合如

何影响各地区该产业的发展,为地方政府和中央

政府制定更加完善的产业政策提供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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